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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植物对铝毒害的响应入手，系统总结了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 pH 和铝形态的调控作用、生物质炭改良酸性土壤结构

和肥力的机制及影响因素、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探讨了生物质炭缓解铝毒的潜在机制，同时针对生

物质炭改良酸性土壤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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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sponse of plants to aluminum toxicit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biochar on the pH and aluminum forms of acidic soil, the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ochar in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and fertility of acidic soil, and the impact of biochar o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acidic 

soil. It also explore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of biochar in alleviating aluminum toxicity,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on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biochar improving acidifi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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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世界大约 30% 的土地面积和 50% 的

潜在可耕地面积属于 pH<5.5 的酸性土壤[1]。酸性土

壤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南方十几个省区，约占全国耕地

总面积的 1/4[2]。自然条件下，土壤酸化的进程相对

缓慢，但是近年来由于酸沉降和化学肥料尤其氮肥的

过量施用，土壤酸化问题日益严峻，酸化范围持续扩

大，酸化程度持续增加。据统计，1980—2000 年期间

由于过量的氮肥施用导致中国农田土壤 pH 平均下降

了 0.5 个单位[3]。土壤酸化会破坏土壤结构、土壤微

生物群落结构及菌群的功能，威胁土壤生物多样性，

影响农业生产和农田土壤微生态环境[4]。土壤过度酸

化还会导致土壤质量和肥力下降，直接影响土壤养分

例如磷、钼和硼的有效性，导致土壤重金属和铝离子

活化，进而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类健康。其中，

铝毒是酸性或酸化土壤中影响作物生长最重要的限

制因子，严重威胁全球的粮食安全[1]。施用土壤改良

剂、遏制土壤酸化是改良酸化/酸性土壤的有效措施，

也是当今土壤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人们已经把

石灰等碳酸钙类肥料、碱渣等碱性工业副产品、有机

物料等应用于缓解铝毒害和改良酸性土壤，且在一定

程度上取得了改土和增产的效果[5]。但是这些传统的

改良剂通常改良目的单一、持效期短，土壤返酸严重，

长期频繁施用易造成土壤板结、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因此，研发高效环保的酸性土壤改良剂，实现酸度改

良和肥力提高并重是当下酸性土壤改良研究的重点

任务之一。 

生物质炭因独特的结构特征和理化性质，在农业

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推广应用已成为国内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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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的领域。一方面，生物质炭通过碳负效应在土

壤碳的增汇减排、缓解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极大的

应用潜力；另一方面，生物质炭在改善土壤质量和肥

力、修复污染土壤和增加作物产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6-8]。生物质炭具有较高的 pH、阳离子交换量及稳

定性，在提高土壤 pH、降低铝毒害、阻控土壤酸化

进程方面有优越的表现。与酸性土壤常用的传统改良

剂相比，生物质炭表现出综合、长效的改良效果[9-11]。

随着生物质炭的土壤环境行为和效应研究的广泛开

展，人们对其缓解植物铝毒害及改良酸性土壤机制的

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此，本文从植物对铝毒害的响

应入手，系统总结了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的改良效

果、作用机理及对其微生态环境的影响，以阐明生物

质炭缓解植物铝毒的潜在作用机制，并探讨生物质炭

在改良酸性土壤环境长期效应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以期为酸性/酸化土壤改良剂的研发提供借鉴。 

1  植物铝毒害及耐铝机制 

铝是地壳中含量最为丰富的金属元素，在中性或

碱性土壤中通常以难溶性的硅酸铝或氧化铝形式存

在，对植物无害，但在 pH<5.5 的酸性土壤中，铝会

以三价铝离子(Al3+)的形式释放出来，抑制根系伸长，

进而影响作物生长。铝毒被认为是酸性土壤上限制作

物生长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因此，明确植物铝毒害和

耐性机制是全面发挥酸性土壤生产潜力的前提，在阻

控和改良酸性土壤的同时需要协同提高植物适应酸

性土壤的能力。 

1.1  铝胁迫对植物的毒害机制 

植物根系是最先接触和响应铝毒的器官，许多植

物暴露在微摩尔浓度铝离子下数分钟或数小时后根

系伸长便会受到严重抑制，这也是植物遭受铝毒最典

型的症状。因此，根系伸长的受抑程度通常被用来表

征植物对铝的敏感性和铝毒害的发生程度。植物根尖

是铝毒害的原初靶位，也是铝离子和铝毒敏感标记物

胼胝质积累的主要部位[1]。玉米根尖 2 ~ 3 mm 处是

其识别铝毒胁迫的关键位置，也是铝抑制根系伸长的

作用位点[12]。Sivaguru 和 Horst[1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玉米根系对铝毒最敏感的部位是根尖远端过渡区。尽

管铝对植物根系的毒害作用会因植物种类、铝浓度和

暴露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根系生长越活跃的部

位受铝的毒害越严重。 

根系细胞壁是植物最初与铝接触的部位，也是铝

积累最多的细胞结构。对小麦、玉米、拟南芥等多种

植物的研究表明，植物体内 80% ~ 90% 的铝积累在

根系细胞壁，且根系长度与细胞壁铝的积累量呈显著

负相关[14]。Taylor[15]认为铝是多价阳离子，既可以在

植物根细胞表面沉淀形成铝聚合体，又可以与细胞壁

中的游离羧基结合。细胞壁果胶、半纤维素等多糖组

分是铝的主要结合位点，而且铝在细胞壁的结合能力

与细胞壁组分和结构密切相关[1]。铝在细胞壁的结合

能力和数量除了取决于细胞壁果胶、半纤维素的含

量，还取决于果胶甲基化程度和半纤维素中木葡聚

糖 O-乙酰化程度；通常甲基化和乙酰化水平的降

低会导致细胞壁多糖铝吸附位点的增加，铝结合能

力增强 [14,16]。铝在细胞壁的大量积累会导致细胞壁

可塑性和延展性下降，进而抑制细胞生长。Ma 等[17]

认为铝降低小麦根尖细胞壁延展性是铝诱导根伸长

受抑的重要原因。 

细胞质膜也是植物根系遭受铝毒害的主要靶位

之一。铝离子可与质膜中的磷脂或膜蛋白紧密结合，

导致质膜流动性和渗透性变差、胞内离子失衡，抑制

钙离子通道和质膜 H+-ATPase 酶的活性，从而严重地

影响根系质膜的结构和功能。虽然铝不是过渡金属，

也不能催化氧化还原反应，但是铝可形成铝超氧化物

半还原态自由基使其具备过氧化活性[18]。因此，铝

胁迫常导致植物细胞产生大量活性氧，如超氧自由基

(O2
•–)、羟基自由基(HO•)、过氧化氢(H2O2)和单线态

氧(1O2)，导致细胞氧化损伤。质膜中脂质在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作用下发生过氧化，

质膜通透性增大，从而引起细胞死亡。铝毒胁迫对植

物根系伸长的抑制与 ROS 诱导的质膜氧化损伤程度

密切相关。 

1.2  植物耐铝机制 

植物主要通过外部排斥和内部耐受 2 种机制抵

御或缓解铝毒害(图 1)，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解毒部 

 

图 1  植物耐铝机制模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nt aluminum toler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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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差异，前者在质外体，后者在共质体。外部排斥

机制主要通过阻止铝进入植物细胞内，从而减轻铝毒

害；内部耐受机制主要通过降低已进入细胞内的铝活

性及增强植物对铝诱导细胞损伤的耐性，从而降低铝

的毒害[1,16-17]。 

铝毒害可以诱导植物根系分泌苹果酸、柠檬酸和

草酸等多种有机酸，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在根际区域可

与铝反应生成稳定的螯合物，降低铝的活性，阻止铝

进入共质体[1]。Delhaize 等[19]在 2 个近等基因系的小

麦基因型中发现，铝胁迫下耐铝基因型小麦根尖苹果

酸的分泌量比敏感基因型高出 10 倍，表明小麦耐铝

性与根系苹果酸的分泌密切相关。尽管铝胁迫下不同

植物品种分泌有机酸的种类和量存在差异，但是耐铝

植物根系有机酸的分泌量远远高于敏感基因型。因

此，铝胁迫下有机酸分泌被认为是植物耐铝最重要的

外部排斥机制。近年来，随着小麦抗铝基因——铝诱

导苹果酸分泌的转运蛋白基因 ALMT1、大麦和高粱

根尖铝激活的柠檬酸转运子 HvAACTI 和 SbMATE，

以及拟南芥、油菜、玉米等物种中 ALMT1 同源基因

的克隆[1]，人们对铝胁迫下有机酸分泌的分子机制研

究越来越深入。 

根系细胞壁是植物与土壤环境中铝接触的最初

部位，也是铝积累的主要靶位，在植物感知和响应铝

毒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铝对植物的毒害作用与

细胞壁中铝的积累量密切相关[14]。细胞壁与铝离子

的紧密结合会抑制细胞壁的伸长，最终导致根系伸长

受阻。铝离子可以与细胞壁果胶中带负电的羧基相互

作用，导致铝在细胞壁积累。作为细胞壁中铝结合的

主要组分，果胶与铝的结合能力不仅与果胶含量有

关，还与果胶甲基化程度密切相关[1,14]。果胶甲酯酶

(PME) 是调控果胶去甲酯化修饰的关键酶，参与植

物对铝毒胁迫的耐性[20]。例如，玉米、荞麦和水稻

不同基因型对铝抗性差异与根尖细胞壁果胶甲基化

程度密切相关。铝胁迫下，耐铝品种根系细胞壁果胶

通常具有较高的甲基化水平和较低的果胶甲酯酶活

性，从而使细胞壁结合较少的铝，减轻铝的毒害。此

外，铝离子也可以通过吸附与不带电荷的半纤维素聚

合物紧密结合，显著影响植物耐铝性。在拟南芥根系

半纤维素中木葡聚糖是最丰富的多糖，也是铝主要的

结合位点，研究表明，木葡聚糖及其 O-乙酰化水平

决定了铝在半纤维素中的结合能力，进而影响铝的敏

感性[16]。 

当铝离子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植物体内的有

机酸、多酚等可以与铝络合，从而降低铝的毒性[1,10]。

如荞麦吸收 Al3+后，能够在根细胞中形成稳定的、无

毒的铝–草酸盐 1∶3 络合物[21]。此外，液泡的区室

化也是赋予植物铝耐受能力的关键机制之一。Shen 

等[22]通过直接分离和纯化原生质体和液泡，首次报

道了铝在耐铝荞麦叶片中的区隔现象，对于液泡膜上

参与调控铝离子在细胞内再分布的转运子的鉴定，为

液泡区室化提高植物耐铝性提供了有力证据。 

铝诱导的氧化胁迫也是导致细胞死亡、抑制根系

伸长的关键因素。铝诱导根系对氧化胁迫的反应，是

植物响应铝毒胁迫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抗

氧化防御系统的激活能够赋予植物更强的耐铝性。例

如，Sun 等[23]在研究小麦时发现，铝胁迫下耐铝基因

型比铝敏感基因型具有更强的过氧化氢酶活性、更高

的还原型抗坏血酸和谷胱甘肽含量，而 ROS 水平和

膜脂过氧化程度更低。过表达谷胱甘肽还原酶 AtGR1

基因可以显著提高还原型谷胱甘肽含量，减少 H2O2

积累，增强拟南芥的耐铝性[24]。 

2  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的改良作用 

2.1  生物质炭对土壤 pH 和铝形态的调控作用 

通常生物质炭具有较高的阳离子交换量(CEC)、

较高的 pH，富含羧基和酚羟基等含氧官能团[25]。生

物质炭进入土壤后，能显著提高土壤 pH。Yuan 等[25]

在 pH 4.3 的红壤中添加不同农作物秸秆生物质炭，

发现所有生物质炭均可提高土壤 pH(提高范围 0.18 ~ 

0.66 个单位)。尽管不同来源的生物质炭对土壤 pH 改

变能力存在差异，但是生物质炭改良后的土壤 pH 与

生物质炭自身的 pH 呈显著正相关。Yuan 和 Xu[26]通

过比较豆科作物(绿豆、蚕豆、大豆和花生)制备的生

物质炭和禾本科作物(稻壳、大米、小麦和玉米秸秆)

制备的生物质炭发现，前者具有更高的碱性，并且对

酸性红壤的改良效果优于禾本科作物制备的生物质

炭。通过分析生物质炭中碱性物质的存在形态发现，

碳酸盐和有机含氧官能团如羧基和酚羟基等的含量

决定了生物质炭碱性的强弱[27]。由于高温条件下有

机含氧官能团减少，通常建议低于 500℃生产的生物

质炭作为酸性土壤的改良剂[27-28]。随着生物质炭施用

量或频率的增加，其带入土壤中的碱性物质增多，对

酸性土壤 pH 的提升效果越显著。例如，污泥制备的

生物质炭的施用量从 10 g/kg增加 40 g/kg可以显著提

高酸性土壤 pH[29]。 

随着土壤 pH 的提高，土壤中的主要活性形态铝

(土壤溶液中 Al3+或土壤胶体表面交换性铝)通过水

解、聚合和沉淀等一系列反应，转化为低毒或无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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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4
–和 Al(OH)3。因此，随着生物质炭加入，酸

性土壤中活性铝逐渐转化为羟基铝。生物质炭较大的

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官能团在影响土壤铝形态中起重

要作用。研究发现，生物质炭降低酸性土壤中铝的活

性主要通过表面吸附、铝与硅酸盐共沉淀，及表面富

含的有机羟基和羧基对铝离子的络合实现[26,30]。例

如，20 t/hm2 木材制备的生物质炭施入酸性土壤后，

土壤中可溶性铝和可交换性铝的含量显著降低[31]。

Qian 和 Chen[32]通过模拟酸化土壤中生物质炭的老

化过程，发现老化生物质炭表面羟基和羧基增加，对

铝的固持能力不断增强，因此认为酸性土壤施用生物

质炭在降酸控铝中具有持效性。也有不同研究通过比

较新鲜和老化的生物质炭发现，老化生物质炭对土壤

中活性酸和潜在酸的含量并没有显著影响，甚至酸化

老化后的生物质炭会提高土壤中 Al3+的含量，加剧土

壤酸化[33]。因此，生物质炭老化及其对酸性土壤的

改良效果仍需深入研究。 

 

图 2  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中铝活性的影响机制 
Fig. 2  Mechanisms of effect of biochar on aluminum activity in 

acid soils 
 

2.2  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结构和肥力的影响 

土壤酸化易导致诸多问题，如土壤板结、肥力下

降、养分贫瘠等，最终导致作物产量与品质下降。“酸”

和“瘦”是我国南方酸性红壤最突出的特点。因此，

改良酸性不仅需要提高土壤 pH，而且需要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土壤肥力。生物质炭疏松多孔、比表面积

大，能够有效地吸附土壤胶体，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

成[20,24]。含有丰富团粒结构的土壤可耕性良好、板结

性降低，利于植物生长。大量的研究表明，施用生物

质炭可以促进酸性土壤中稳定性团聚体的形成。例

如，黄超等[34]研究发现，红壤中添加小麦秸秆生物质

炭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水稳定性团聚体数量。而且长期定

位试验结果表明，酸性土壤中连续施用生物质炭可以大

幅度增加耕作层中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35]。此外，生

物质炭能够降低酸性土壤容重，改善土壤总孔隙度，提

高毛管孔隙度，进而增强土壤水分涵养能力[36]。 

酸性土壤中施用生物质炭可以提升土壤有机质

的含量水平。例如，李江舟等[35]研究发现，酸性红

壤耕作层中有机碳含量随着烟秆生物质炭施用年限

和施用量的增加而逐年提高。此外，生物质炭还能改

变酸性土壤中有机质组成。酸性红壤中腐殖酸比例随

着生物质炭用量的增加逐渐下降，而胡敏素等有机物

质的含量则显著增加[34]。目前，生物质炭提升酸性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有研究认为，

生物质炭通过活化土壤有机质，提高微生物的活性，

增强其对土壤腐殖质的分解[37]。也有研究认为，生

物质炭表面的芳香结构可以与有机质结合，钝化土壤

有机质，保护土壤中有机质不易被分解，从而间接提

升酸性土壤有机质含量[38]。 

生物质炭还有利于酸性土壤中矿质养分的持留

和缓释，提高土壤养分的含量和有效性。由于生物质

炭中速效养分含量较高，施入土壤后可以直接释放养

分元素，增加土壤养分含量。例如，酸性土壤中添加

生物质炭后，土壤中全氮、全磷和游离态钾、钙、镁

等离子的含量均大幅提升[36]。生物质炭可以增强酸

性土壤对养分元素尤其氮素的吸持能力，减少淋溶损

失。例如，Steiner 等[39]利用 15N 标记试验发现，添加

木炭的土壤中氮的保留量显著高于只添加化肥的土

壤。酸性土壤固磷能力强，导致磷极易缺乏。与磷相

似，钼也容易被酸性土壤吸持、固定。研究表明，除

带入磷、钼元素外，生物质炭还可以通过吸附钙、铝

离子以及提高土壤 pH，增加酸性土壤中磷和钼的生

物有效性和作物利用率[10,40]。 

2.3  生物质炭对酸性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几乎参与所有的土壤物质转化过程，

是驱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关键因素。然而，土壤微

生物群落对土壤酸化极其敏感，微生物功能如固

氮、硝化和解磷等均与土壤 pH 密切相关。例如，

齐莎等 [41]在内蒙古典型草原的研究发现，长期施肥

导致的土壤酸化减弱了草原土壤中微生物的活性及

碳代谢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多样性。通常土壤细菌比真

菌对土壤酸化响应更敏感，土壤酸化导致的细菌群落

结构的变化降低了土壤对病原菌的抑制能力，导致土

壤微生物区系由“细菌型”向“真菌型”转变[42]。

Li 等[43]利用宏基因组测序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发

现，土壤酸化下硫化合物代谢基因显著下调及其关联

的关键性状弱化是土壤抑病能力降低的重要机制。 

生物质炭对酸性/酸化土壤微生物活性、数量、

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例如，烟杆生

物质炭可以显著提高酸性土壤中烟草根际微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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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44]。在酸性蛇纹石土壤中施用木炭，Herath 等[45]

发现土壤细菌和真菌的数量均在 25 g/kg 生物质炭添

加时达到最高值。生物质炭增强酸性土壤微生物数量

和活性可能主要由于其疏松多孔的结构为微生物提

供栖息地以及其含有丰富的养分元素为微生物提供养

分。生物质炭还能影响酸性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结构

和功能。在酸化蔬菜土壤中，生物质炭可以有效缓解

菜地土壤酸化，增加反硝化微生物 nosZ 基因丰度[46]。

Chen 等[47]研究表明，分解有机碳的放线菌、变形菌、

厚壁菌和子囊菌的相对丰度在施用小麦秸秆生物质

炭后显著降低，土壤有机质–矿物质相互作用明显增

强，从而降低土壤碳流失。生物质炭还可以影响酸性

土壤中微生物的代谢过程。通过代谢组学分析，Xia

等[48]发现生物质炭配施氮肥能够提高次生代谢产物

的生物合成和氨基酸代谢过程，增加脂类和有机酸等

代谢产物在土壤中的含量，从而提升酸性土壤的健康

质量。然而酸性土壤中生物质炭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还取决于土壤肥力水平。肥力较低的酸性土壤中，生

物质炭可以显著提高微生物量，而高肥力酸性土壤中

生物质炭降低了微生物量[41]。目前关于生物质炭对

酸性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集中在短期或室内培养

试验，有必要开展长期定位试验，深入解析生物质炭

对微生物持续性影响的田间应用效果。 

3  生物质炭对植物铝毒的缓解作用 

3.1  生物质炭对铝胁迫下植物生长和生理过程的

影响 

生物质炭可以显著缓解铝胁迫对植物根系伸长、

养分吸收等生理生化过程的影响，提高作物产量(表

1)。例如，花生壳制备的生物质炭可以促进铝胁迫下

卷心菜的生长，减轻铝对卷心菜的毒害，提高作物产

量[49]。Shi 等[50]研究发现，花生秸秆生物质炭可以显

著缓解铝对玉米根系伸长的抑制作用，而且其对铝毒

的缓解效果及持效性远高于石灰。牛粪制备的生物质 

炭可以缓解铝对小麦根系的抑制作用[51]。由于根系

在植物摄取水分和养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生物质炭对根系伸长的促进可以改善铝胁迫下植物

的水分和养分状况。铝胁迫下，花生壳生物质炭可以

缓解铝对玉米的毒害，提高氮肥利用效率[48]。 

尽管铝毒最直接、最明显的毒害作用在植物根

系，但是铝也可以扰乱植物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以

及影响光合作用、碳水化合物代谢、有机酸代谢和氮

代谢等多个生理生化过程。Abdul 等[52]发现生物质炭

可以提高铝毒胁迫下水稻叶片叶绿素含量、光合速率

和水分利用效率，进而提高作物产量。酸性土壤铝胁

迫下，饭豆叶片光合作用参数如净光合速率、气孔导

度和胞内 CO2 浓度均受到严重抑制，而施用生物质

炭(马铃薯地上部制备)可以显著提高植物的净光合

速率[53]。全面解析生物质炭介导的植物对铝毒胁迫

的响应有助于深入了解生物质炭缓解铝毒害的作用

机理，进一步为生物质炭的农业绿色可持续应用提供

科学依据。 

3.2  生物质炭缓解植物铝毒害的机制 

生物质炭在热解的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挥发，而

可交换阳离子(如钙、镁、硅等阳离子)保留在生物质炭

中[53]。例如，水稻秸秆中硅的含量高达 100 ~ 200 g/kg，

用其制备的生物质炭中可以保留较高水平的生物可

利用硅。硅作为一种植物的有益元素，可以提高植物

对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耐受性，在植物适应逆境环境

中起重要的调控作用。如，硅可以缓解镉、砷、铝等

金属对植物的毒害作用[54]。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硅

可以通过提高根际 pH、在根际或植物体内与铝形成

铝硅复合物、减少根尖铝积累和提高抗氧化防御等途

径缓解铝毒害[55]。酸性土壤中持续施用秸秆生物质炭

可以使土壤富集硅元素，有助于土壤健康，缓解铝毒

害。铝胁迫下，添加 50 g/kg 的水稻秸秆生物质炭可以

显著提高根尖硅含量，其与铝在根表皮细胞形成稳定

的铝硅复合物，从而缓解铝毒害，增加地上部鲜重[56]。 

表 1  生物质炭对植物铝毒的缓解作用 
Table 1  Alleviating effects of biochar on aluminum toxicity in plants 

植物品种 生物质炭来源 试验条件 缓解效果及机制 参考文献

卷心菜 Brassica pekinensis 花生壳 盆栽 提高土壤 pH、有效养分含量，降低活性铝和交换性铝含量，

促进植物生长 

[49] 

花生秸秆 盆栽 维持根尖细胞膜完整性，降低根尖铝含量 [50] 玉米 Zea mays 

花生壳 盆栽 提高氮肥利用效率 [48] 

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牛粪 水培 维持根尖细胞膜完整性，降低根尖铝含量，促进根系伸长 [51] 

水稻 Oryza sativa 生物质炭 盆栽 提高叶片叶绿素含量、光合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增加作

物产量 

[52] 

饭豆 Phaseolus calcaltus 马铃薯地上部 盆栽 提高植物的净光合速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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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炭对铝毒的缓解作用还与其理化性质直

接相关。生物质炭具有多孔结构，有利于增强表面羟

基、羧基官能团对环境中 Al3+的吸附，发生酯化反应，

形成有机复合体。Qian 和 Chen[57]利用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扫描电镜和 X 射线衍射分析等发现，水稻

秸秆生物质炭和牛粪生物质炭中的有机组分和硅酸

盐颗粒均可以吸附 Al3+，从而使其具备双重的铝吸附

位点。一方面，铝与有机羟基和羧基的络合，另一方

面，硅酸盐颗粒(如 KAlSi3O8)对 Al3+的表面吸附和共

沉淀，二者均有助于生物质炭对铝的吸附，从而降低

铝的活性和毒性。 

除降低铝的活性外，生物质炭还可以减少铝在根

尖的积累，缓解铝对植物造成的氧化损伤。例如，Shi

等[50]研究表明，花生秸秆生物质炭可以显著降低酸

性土壤中玉米根尖铝的含量，维持根尖细胞膜的完整

性。小麦根尖中，水稻秸秆生物质炭也减少了铝的积

累量，降低了铝导致的根尖细胞死亡[56]。尽管生物

质炭可以通过多种机制缓解植物铝毒害(图 3)，但是

在酸性土壤中生物质炭缓解铝毒的长期效应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图 3  酸性土壤中生物质炭通过调控土壤–植物系统提高

作物的产量 
Fig. 3  Biochar in acid soil increases crop yield by regulating 

soil-plant system 

4  结论与展望 

生物质炭在改良酸性/酸化土壤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在提高土壤 pH、缓解铝对植物毒害的同时，可

以显著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团聚

体稳定性、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最终提高酸性土壤

作物产量和品质。目前关于生物质炭在改良酸性土壤

中的作用及应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亟需解决：①生物质

炭性质和功能复杂，其抑制土壤酸化的作用机制仍不

完全清楚，对酸性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研究仍不够彻

底，对酸性土壤微环境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②目

前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室内模拟和短期田间试验，进入

土壤环境中的生物质炭在降雨、冻融、化学氧化、微

生物分解等环境要素的作用下，理化性质会发生一系

列的改变(例如老化)，然而关于生物质炭老化对酸性

土壤改良持效性的影响仍缺乏系统研究；③生物质炭

在制备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一定量的有毒有害物质，长

期大量施用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有待评估；④

生物质炭原料、制备条件和酸性土壤类型等存在差

异，现有的改良酸性土壤的生物质炭材料和体系尚不

完善，生物质炭改良效果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

相应的施用标准和规程，下一步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含

生物质炭调理剂产品标准，并对不同生物质炭的改良

效果和施用风险开展长期定位监控与评价研究，针对

不同生物质炭、酸性土壤类型建立科学完善的施用标

准。因此，今后需要开展长期田间试验，综合考虑多

种条件，系统评价生物质炭生态效应，明确生物质炭

改良不同酸性土壤的作用周期及环境效应，为掌握酸

性土壤改良过程中生物质炭作用时间演变规律提供

科学数据，也为其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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